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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新的中国通史新在何处
本报记者 舒晋瑜
“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来，修撰通史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大通史》总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先生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进入一个发展时期，但在20世纪末《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出版之后，再无新的大型中国通史出版。于是，由我国史学界权威学者倡议，180余位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著名学者参与的《中国大通史》撰著计划启动了。这一次，历史学家曹大为、商传、王和以及赵世瑜，共同担纲总主编，各卷分为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6编，以专题形式叙史。日前，该书由学苑出版社推出。
中华读书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都编过“中国通史”，您如何评价中国通史的编撰现状？ 
赵世瑜：最近，历史学界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些刊物，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中国古代史各个不同时代的研究，请专家学者写回顾文章。不少专家提出，深入的个案研究很多，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和整体把握略显不足。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空话、教条化的东西比较多，大家接受的教训也多，于是去做具体的、个案的研究。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反复出现过。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之后也有学者提出来，应该以宏观的视野去把握历史。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些曲折的过程中发展，弥补以前的缺失，在此基础上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中国大通史》编撰之前，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不少。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等编写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等书，成为新中国通史著作的最主要代表，构成20世纪中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几座丰碑。这些通史都带有个人鲜明的特点，不同时期的主编者观点不同，描述叙述的方式不同，写作的方式不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通史的编撰样式。改革开放后，白寿彝先生主持多卷本的《中国通史》，这个规模体量比以前的通史著作大得多，是《中国大通史》出现之前体量最大的。当时我也参与了写作。不过那时候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参与工作，很难体现自己的想法。特别中国通史著作体量很大，不可能一朝一夕编撰完成，战线越长，越有可能无法纳入最新的学术成果。

小书靠观点取胜，大书要靠总体设计。《中国大通史》在结构上、体例上有一些新的尝试。

中华读书报：这些新的尝试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世瑜：在结构上、体例上，《中国大通史》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以及《资治通鉴》那样的编年体都不一样。《中国大通史》根据学术的发展，分成了不同的6编，各编又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吸收和反映了当时国内外多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在整体面貌上有了巨大的改观，在视野上比较宏观，注重总体和长期的发展趋势，在内容上包罗万象，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热情关注普通人民的生活，体现了更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方法上是多样化的、多学科互动的、注重对深层意义的解释。新的通史编纂也遵循这样的思路。
中华读书报：《中国大通史》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特点？
赵世瑜：第一，由于注重历史发展的长期性、连续性、渐进性，更多注意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尽量避免仅用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而更多考虑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的、较缓慢的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依然充分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终级动因，而这种变化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变化完成；另一方面，用个别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既观点陈旧，又流于表面化，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
第二，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认识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强调这种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犬牙交错和在时间上的长期共存，避免截然断限和一刀切。
第三，提倡综合的观点，既注重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各种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合力”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从而显示社会发展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第四，倡导开放、多元、平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抛弃汉族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
第五，重视动态的研究和空间的研究。以往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忽视了空间的维度；容易流于静止的研究，较少注意动态的考察。这些在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现在需要把它们吸收到通史中来。
第六，真正反映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史，对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给予较多关注。除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外，更多注意普通人民的日常活动、行为、心态，将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这些理论思考，都是参与这部大通史编纂的学者一致认同的，它们体现于本书各卷之中。
中华读书报：西方人编写的《剑桥中国史》比较畅销，而中国自己编写的通史却被读者冷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赵世瑜：当我们静下心来翻阅剑桥中国史中已出的各卷中译本，并寻找它的吸引人之处时，并没有在内容和体裁方面发现令人大吃一惊的东西，甚至感觉它并没有体现出近年来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和最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它的确与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本土通史不同，这也正是我们的读者、甚至研究者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看来，其不同之处在于：一、其行文风格截然不同。如果读者有兴趣翻翻其隋唐史中译本描写“武后的兴起”的数段，或者其明史中译本关于“衰落期中的思想状况”一节，或是任何什么别的地方，就会发现，我们以前的通史中是极少有这样的写法的。二、各章节是由不同的作者来负责撰写的，显然他们都是该方面的专家，但同时他们又都有较大的自由度，并没有完全被捆绑在一起、完全按同一模式写作。这样两个鲜明的特点，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通史编纂多样化的问题。
西方学者在通史编纂方面给我们提供的有益经验，从指导性的理论来说，是较为开放而多样；从内容上说，是更为包罗万象，更注意以前曾忽略的诸多方面；从手法上来说，是更轻松活泼、灵活多样，较少刻板和公式化。但从史学史来看，他们并没有像中国学者那样对通史的体裁、体例进行大量研究的传统，因此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上没有什么建树。而中国通史的编纂，还要根据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史学史的自身发展特点进行。

中华读书报：本书分为15卷24册，分卷主编来自全国各地，如何在把握总体水准？有没有争议比较大的部分？

赵世瑜：既然是通史，就要有一些统一的立场。我们认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应以中国历史的具体发展为主体，以世界历史的多元发展为参照。这一点可以参考柯文（Paul ACohen）的说法，就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第二，对所谓划时代的变化，不仅要考虑客观存在，也要考虑到当时人们的主观认识。这意思是说，人们往往从后世的角度观察历史，这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避免当局者迷的缺失。但我们也要注意当时人看法。第三，历史阶段划分不是一刀切的，而通常是存在一个较长的过渡期的。过去抓住一个典型事件作为分水岭，也并不是就表明这个事件之前一天与后一天就有鲜明的差异。选择一个标识性事件总是要冒把历史简单化的风险，而且与历史实际不符。第四，宏观观照与微观研究缺一不可。

历史分期问题曾成为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人们又不满足以往的探索，所以像冯天瑜提出的《“封建”考论》，也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争论。以往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点的不同意见是由于学者们对社会转型的认识存在分歧，各有各的道理，现在大家不会用某种现成理论来做唯一的权威依据了，也不会拘泥于某个用作分期的“符号”是否正确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期”，假如存在的话，也算是一次社会转型了，那么它与秦汉帝国建立的那一次是什么关系？说它是低一层次的转型好像也没什么道理。过去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除了受理论的束缚以外，还是因为人们过多地专注于“社会转型”，而忽略了“历史进程”，所以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推进，就要对这个一般的过程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个认真的研究不仅是在事实或者材料的层面上说的，还包括我们必须先摆脱以往的分期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否则很容易在一种先设的理论框架下去解释事实和材料。

中华读书报：疆域和族群是中国通史中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编撰中，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赵世瑜：作为中国学者，既要秉持学术良心，也要担负责任。要按历史的实际去描述，只会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考量。现在有一种现象非常不好，比如大汉族中心主义。这也是媒体发达造成思想混乱的局面。要说成吉思汗、皇太极的好话，很多人就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对岳飞一定要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说他是一个抗金英雄都嫌不够。这些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什么叫大国心态？大国心态是建立在每个国民的个人心态基础之上的。每个中国国民都有宏大的包容万象、兼容并蓄的心态，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就会有冷静客观的立场，这才是大国的心态。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理解人心”对于从事历史研究有何重要性？

赵世瑜：我总觉得，只留在书斋里的学者不太容易理解材料中的真谛，多少还是有局限。当然做历史主要是通过材料，但历史是人写的，怎么理解人写材料时的思想活动和动机？如果不理解这个，就不理解史料的生产过程。如果不理解史料的生产过程，怎么去相信并使用这些史料？尤其如果历史写得曲折隐讳，怎么理解？

我们需要经常不断地去乡村行走、与人聊天。也许不会对历史研究直接有用，但对于理解普通人有帮助。有些学生已经努力尝试超越我们。我有个学生在做晚清民国浙江农村的司法案件。她试图找到这些打官司的人的后代，跑到山里边，通过走访，了解他们的祖先怎么打官司。过去官员在判案的时候，要依据老百姓的惯习。那么官员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百姓形成的俗例作为判案的依据？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怎么变成了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部分？这就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识，过去认为制度是国家制定的。在学术的认识上，有田野调查和书斋里只看条文是不一样的。结合了田野调查的历史研究，呈现出来的学术成果是接地气的。

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方到中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万历年间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也是从基层到中央。一个国家的巨大变动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是根据百姓的生活经验创造出来的。
